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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与夏史重建*

杜 勇

摘 要：清华简中发现了丰富的夏史资料，开启了重构夏代文明史的新境界。但它与传世文献一样，都是

由口头传说生成的晚出文献史料。依照兰克史学的治史规则，这种非原始资料的可靠性大有问题。20世纪二

三十年代，疑古派正是利用传说资料的局限性，提出了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把夏代历史说成是

传说的堆积，虚妄的伪造。然其论说证据不密，逻辑不畅，经不起新旧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夏史材料的验证，无

法支撑疑古派建立的学术大厦。上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兰克史学那套摒弃传说资料的研究方法

未必适用。不管传说性文献形成的时间早晚如何，也不管它存在多少问题，其中具有客观历史的质素、事实真

相的颗粒，不是仅凭主观怀疑就可以彻底否定的。坚持文献与考古资料相须为用，其归一揆，才能真正重构出

“充实而有光辉”的夏代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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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今已整理出版十三辑，其中丰富的

夏史资料超过以往出土文献所见的总和，为研

究上古文明史创造了有利条件。诸如《尹至》

《尹诰》《厚父》《虞夏殷周之治》《参不韦》等篇，

即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既丰瞻以多姿”的夏代史

事。与传世文献相比，这些资料看上去平淡无

奇，然因其成书不晚于战国中期，对探索中国古

代文明起源，厘清疑古迷障，重构夏代历史，具

有非同寻常的学术意义。本文拟就清华简中有

关夏史资料的文献价值略作分析，以期对夏史

重建有所助益。

一、清华简涤荡疑古迷障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重构夏史，当然不是一

项简单的工作。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应

对过去疑古派对夏代历史的全面否定。

1923 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 9 期公开

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禹是上帝

派下来的神，不是人”，力申“层累地造成的中国

古史”说①。随后《读书杂志》又连载顾颉刚《讨

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该文进一步否定了大禹

作为人王的历史地位，夏史的开篇也就成了空

中楼阁。十三年后，顾颉刚、童书业又联名发表

《夏史三论》的长文，除了坚持禹为社神的看法

外，着重探讨了启继禹业、太康失国、羿浞代夏、

少康中兴等夏初史迹，概以虚妄目之。如谓“自

禹和夏发生关系之后，禹才与启发生了父子的关

系”；又说“启本是有神性的人物”，经过儒家对神

话的改造，“天下归启的说法便成为世人所公认

的夏代史”②。杨宽服膺顾氏的见解，大加称扬

说：“禹本为社神，前顾颉刚氏已明证之。近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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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刚、童书业二氏复作《夏史考》，明证夏史之皆

属虚无，无不由于神话传说展转演变。”③这些意

见在中外学术界的影响既深且广，迄今余波未息。

疑古派对夏史的否定，牵涉面广，问题繁

多，不是一篇小文可以厘清是非的。此前笔者

曾对大禹的真实性问题有过论析④，这里仅就夏

启的真伪问题略加讨论，以观层累造成中国古

史说的流弊。

疑古派通过对传世文献先后关系的排比，

分辨其真伪异同，观察有关传说的演变，来证明

夏史的虚无。他们认为启为禹子，继为夏王，不

过是儒家层累造伪的结果。其根据在于，早于

《孟子》成书的《墨子》中，启不过是一个乐神，与

禹没有半点关系。《墨子·非乐上》说：

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

食，将将铭，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

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天用弗式。”

故上者天鬼弗戒［式］，下者万民弗利。［1］262-263

墨子引用《武观》之语，以启为反面教材，说明统

治者沉湎音乐的危害，重者如启“天鬼弗式

（用）”，轻者则“万民弗利”。《山海经·海外西经》

对启的神性描绘更为具体：“大乐之野，夏后启

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

右手操环，佩玉璜。”［2］《九代》或即乐名《九韶》，

为天帝之乐。启不只好乐，还是乘龙御云的神

人。启的出生也充满神话色彩。《楚辞·天问》

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

死分竟地？”［3］所谓“屠母”不是说启杀了他的母

亲，而是指启母化为石，石破而生启的神话。如

《随巢子》说：“禹娶涂山，治鸿水，通 辕山，化

为熊。涂山氏见之，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

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启。”⑤从《墨

子》《山海经》《楚辞》等材料来看，未言启为禹

子，更不涉及启为夏朝国君，启是一个“淫溢康

乐”“湛浊于酒”的坏人，一个上天不用的神人。

在疑古派看来，启的形象到了儒家孟子那

里才为之一变。《孟子·万章上》云：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

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

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

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

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

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

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

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

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

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

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

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孔子曰：

‘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4］

孟子的学生万章勤学善思，他问孟子是否

真有禹传子而不传贤这件事。孟子认为不是禹

要传位给他的儿子启，而是上天安排的，即“天

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孟子极富辩

才，回答巧妙，既说明了事实，又维护了大禹光

辉的道德形象。启虽禹子，但“启贤，能敬承继

禹之道”，故传子与禅让都是“与贤”，并无实质

性的区别。所以启继承天下共主之位，得到了

民众的讴歌和拥戴。由于《墨子》不曾提及启为

禹子，而《孟子》成书又在《墨子》之后，因而疑古

派认为这是经过了儒家的改造，把启从一个乐

神变成了人王，这才与禹发生了父子关系。至

于《大戴礼记·帝系》说：“禹娶于涂山氏之子，谓

之女憍氏，产启。”［5］《史记·夏本纪》说：“夏后帝

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6］84都不过是陈

陈相因的虚妄之言。其他文献所载与启相关的史

事，如古本《竹书纪年》称“益干启位，启杀之”［7］，

《尚书·甘誓》说启与有扈氏“大战于甘”［8］328，也

就统统成了后世层累造作的伪史。

疑古派否定夏启史事的论证方式并不复

杂，结论却惊世骇俗，也得到不少人的崇信。今

验之新旧史料，实难成立。如《尚书·皋陶谟》

（即今本《益稷》）中即有禹、启父子关系的明确

记载，斑斑可考。篇中禹曰：

予创若时，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

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8］301

此记禹娶涂山氏女为妻，四天后就治水去了。

待启呱呱坠地，他也顾不上抚养儿子，而是忙着

去考虑治理水土的事情。这里明确揭示了禹、

启的父子关系，却不为疑古派所采信。原因在

于，他们认为《尧典》《皋陶谟》《禹贡》“决是战国

至秦汉间的伪作”⑥，不可信实。实际上，《皋陶

谟》是根据长期流播的古史传说写成的，成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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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算晚。《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曾引其文句，称

《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9］3956

《左传·庄公八年》引《夏书》曰“皋陶迈种德”［9］3832，

也是《皋陶谟》的逸文。这说明《皋陶谟》的成书

至少不会晚于战国中期成书的《左传》，也不会

晚于稍后的《孟子》，禹、启父子关系的说法并非

孟子一手杜撰。就算《皋陶谟》的创作年代不能

完全确定，上引《孟子·万章上》转述孔子的话

“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实已透露出

启为禹子的信息，却不为顾氏所察。孔子所说

的“唐虞”指尧舜，而夏后即是禹，大禹之后的王

位继承由禅让变成父死子继，实已蕴含启为禹

子，继为夏王的史事，这才有了孟子对孔子话语

的引用。孔子死后，墨子才出生，可见早在墨子

出生前就有了禹、启父子同为夏君的传说，决非

战国、秦、汉间的史家所造作。

非常庆幸的是，启为禹子不只传世文献有

征，新出清华简《厚父》《参不韦》也提供了坚确

的证据。《厚父》记王若曰：

遹闻禹……川，乃降之民，建夏邦。启

惟后，帝亦弗巩启之经德，少命皋繇下为之

卿事，兹咸有神，能格于上，知天之威哉，闻

民之若否，惟天乃永保夏邑。［10］110

清华简《厚父》中“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

师”［10］110诸语，曾被《孟子·梁惠王下》所引用，说

明《厚父》之作必在《孟子》之前，更有可能“出自

周武王时史官的手笔”［11］。这段话说到禹建夏

邦，启继为国君，而“夏后殷周继”即指父死子继

的王位继统法，则禹、启父子关系不言自明。清

华简《参不韦》记参不韦说：“启，而不闻而先祖

伯鲧不已帝命，而不葬。启，而视而考父伯禹象

帝命，而缄在袷裳。”［12］这里对鲧、禹、启祖孙三

代亲属关系的交代更是明白无疑。《参不韦》可

能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然从竹简制作的绝对年

代（公元前 305±30年）看，其成文年代亦应在《孟

子》之前。尽管我们无法确知这些远古传说是

何时转为文字记载的，但其早已存在则是不容

置疑的事实。

疑古派对文献先后关系的排列比较是带有

选择性的，无法支持他们否定夏史的结论，自然

也经不起出土文献的验证。即使他们对文献先

后关系的认识正确无误，也不能用以说明古史

传说演变的真实情形，将其放大为层累地造成

中国古史说。其一，不同文献性质或主题不同，

取材亦必相异，两相对比并无意义。《孟子》成书

晚于《墨子》，所言夏启传说与《墨子》有异，是再

正常不过的事情。《墨子·非乐上》主要论说音乐

无益于人，反对王公大人“厚措敛乎万民，以为

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1］251。所举反面例证

即是“启乃淫溢康乐”，“天用弗式”。而《孟子·
万章上》讲统治者传贤或传子，全在天意，认为

禹虽传位于子，但由于“启贤”，故与禅让无别。

这些文献的性质并不相同，它们从不同角度言

说禹、启史事，并不代表他们在刻意造作古史。

其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有关上古历史的传世

文献，并非先秦时期已有的全部作品。如清华

简中的《尹告》《尹至》《厚父》《参不韦》《五纪》

《四告》等多篇文献，并未流传下来。这些文献

有的司马迁可能读过，有的中经秦火恐怕连司

马迁亦未见及。就是司马迁当年阅读过的文献

材料，后来也有散佚。如果不是尽行掌握所有

文献材料，对文献内容出现早晚的排列比较就

不可能具有真实性和有效性。所谓“周代人心

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

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13］

说法，实际只是对文献的选择性排列比较得出

来的结论，并非真正揭示出文献形成的先后关

系。其三，文献形成的先后并不能说明某种传

说出现的早晚。远古传说总是先于文字记录而

存在的。如果古史传说的背后有其史事的质

素，而史事的发生是有早晚的。但是，一旦具备

文字记录的条件，不同时代的古史传说可能同

时转化为文献记载。而同一时代的古史传说也

可能因记录者的选择和好恶不同，在转化为文

献记载时又有时间上的早晚。因此，文献形成

的先后与某种传说故事发生的早晚，其间并无

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用这种历史研究方法来决

定传说中某些史实的有无，是根本行不通的。

人们之所以对全盘否定夏史的说法表示怀疑，

道理就在这里。

二、晚出夏史资料的价值评估

禹、启开创夏邦的历史，是否有了地上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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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二重文献证据就可以得到确凿的证明呢？

问题当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无论是传世文

献，还是出土文献，它们大都是战国以后的材

料，即使个别文献的形成可能早至西周，仍与人

们眼中的夏朝相距十分遥远。这种晚出的文献

史料可靠性到底有多大？是否可以用于重建夏

代信史？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近代兰克史学勃兴以后，主张“呈现往事真

相”，强调运用出自当事人或当时人之手的原始

史料，避免依赖转手资料，力求客观公正，不具

成见，使史学成为科学⑦。流风所及，“对古史材

料重新估价的口号高唱入云”［14］。德国人伯伦

汉的《史学方法论》，法国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

合著的《史学原论》，无不把审查史料的真实性

问题作为史学专业化的核心内容。五四运动前

后，《史学原论》通过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梁

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名著的传述，在学术

界迅速流播，“深刻影响了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

学的发展”［15］。该书对传说时代的有关史料加

以彻底否定，实际就是中国疑古思潮兴起的理

论基石。《史学原论》说：“在每个民族的早期历

史中，都有一个传说时代：在希腊，在罗马，在日

尔曼人和斯拉夫人中，关于本民族的远古记忆

形成了一类传说。在文明时代，这些为人喜爱

的传说继续广泛存在着……传说与逸闻随意地

附会着各种历史人物，它们实际上是纯粹的大

众信仰；它们属于民俗，而非历史。因而，我们

必须警惕那种诱惑，即把传说看做是某种精确

事实与错误的掺杂物；不能认为脱落掉错误，就

有可能通过分析得到历史真相的谷粒。传说是

一种混合体，也许蕴含有一些真相的颗粒，甚至

也能被分解出真相的各种要素；但是，没有任何

手段能把得自现实的要素与想象产生的那些要

素区分开来。……我们必须铁了心地把传说看

做是想象的产物；……一种依赖传说资料的叙

述，尽管貌似历史的也应该被抛弃掉；比方说，

修昔底德著作的开头数章就同样应该被丢开。”［16］

顾颉刚受这种时代潮流的高浪激荡，远宗崔东

壁，近法康有为，激情满怀地走上了疑古辨伪的

道路。他在《夏史三论》中说：

我们不该用了战国以下的记载来决定

商、周以前的史实。至于用了战国以下的

记载来决定战国以下的某种传说的演变，

这依然是该做的工作，我们决不该放弃这

时代的责任。［17］195

这话暗含深刻的逻辑力量。因为战国以下

的文献记载并非原始史料，所以它无法决定商

周以前的史实。换句话说，人们熟知的五帝史、

夏代史均非当事人或当时人留下的原始记录，

依照兰克的科学主义史学观，由这种间接史料

支撑的古史系统自然算不上信史。这样，剩下

的工作就只有通过研究某种传说的演变，剥掉

古史的伪装，证明夏史及五帝史的虚妄。顾氏

之所以把夏史作为推翻伪古史的主攻方向，也

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上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

域。姑且不论兰克科学史观的是非，至少他所

倡扬的史学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人类早期文明历

史的研究。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文字的发明

并不同步，不是所有的人类文明体都能留下即

时的文献记录。杜维运分析说：

人类在未发明文字以前，已经在地球

上不知生存了若干世纪了，其间发生过的

惊心动魄的事件，或者神秘美妙的事件，往

往在人们口中辗转的流传着；一旦文字发

明了，又遇到善于叙述故事的史学家，于是

被记述下来，而变为远古时代的重要史料

（或者即古史的一部分）。人类最早的记

载，大多属于此类。世界各民族的上古史，

极少不是根据此类史料以写成。［18］

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论断。早期人类社会

的历史在不具备即时记录的条件下，先有口头

传说，若干年后因文字发明使口头传说被记录

下来，才变成了文献史料。古希腊的《荷马史

诗》即是明显例证。利用《荷马史诗》作为研究

古希腊历史的史料，“从年代上说，与作者们描

述的事件之间的距离，就像今天的史学家与诺

曼征服之间一样邈远”［19］。蒙森《罗马史》第一

章开首也说：“人类最初迁入意大利的情形如

何，没有史料，甚至也没有传说可考。……但

是，史学研究者却有责任把各国人民如何陆续

分化加以叙述，以便从尽可能早的时代起，追溯

文明如何从不完美逐渐进入完美。”［20］这些论述

都体现了传说资料对于研究上古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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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口头传说在长期流布中极易失真走样，真

膺杂糅，甚至虚词诡说，张冠李戴，都是不可避

免的。即使后来被文字记录下来也因记录者的

好恶和选择不同，从而形成内容多元化的古史

传说。而后世学人引用这些材料又各取所需，

甚至添枝加叶，推演铺陈，致使本多歧异的古史

传说愈见纷扰。因此，这种传说性质的文献史

料，自然不具备百分之百的可信度。但是，如果

我们对其视而不见，或一笔抹杀，其中被传说或

神话包裹着的历史真相颗粒就会被一同汰弃，

被无情地排除在人们的历史视野之外。历史学

者的任务就是使用精确而合理的研究手段，认

真审查鉴别这些资料，去伪存真，探赜索隐，考

而后信，以追溯上古文明如何走向完美的历史

进程。

就夏代历史来说，目前所看到的文献资料

都是传说性质的。尽管如此，其中具有史实的

质素却是否定不了的，对它们不能像倒洗澡水

那样把浴盆中的孩子也一起倒掉。谢维扬认

为，关于中国古代“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学

说，“实际上就是关于各宗古书资料以及各种古

代记述系统之间关系的一种假说。从今天来

看，整个问题应该远比所谓‘层累说’所论及的

情况要复杂得多，有些方面‘层累说’提出的事

实也还有不准确或不切实的地方。因此这方面

的研究尚需继续深入开展下去”［21］32。“在未来古

史史料理论中，可以设想，相对‘传统的’史料

学，对古书辨伪的问题应该不会再占据中心和

重要位置，辨伪的重要性会大大减弱，史料学思

考的重心将会放到对于现代古史研究的要求更

具针对性的问题上（比如对古书内容来源的整理

和对古书采用事实素材的原则的分析等）。”［21］11

这种看法是切中肯綮的。对于史料来源和事实

素材的分析，是研究上古史必须高度重视的，铁

了心把传说看作想象的产物，只会割裂文明发

展的连续性。举例来说，《史记·殷本纪》记载上

甲微到成汤的先公世系，能与甲骨卜辞相印证，

必有共同的历史事实作为史料来源。《史记·殷

本纪》说：

（上甲）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

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

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

立，是为成汤。［6］92

这个世系也见于殷墟祭祀卜辞：

乙未， 品上甲十、匚乙三、匚丙三、

匚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

大 甲 十 、大 庚 七 、小 甲 三 ……（《合 集》⑧

32384）
两相对比，可知《史记》所记商汤之前，殷人

六代先公除报乙、报丙、报丁的世次略有小误

外，余则密合。六代先公的延续时间约有一百

多年，他们作为部族首领若不生存于商代，就必

然活动于夏朝晚期，属于天下共主夏邦的藩属

诸侯。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中的“三报二示”

并不见于其他先秦文献，唯独《史记》有载。可

以肯定，《史记》的材料来源不是殷王室密藏的

甲骨卜辞，而只能是今已佚失的其他文献。王

国维以为“盖皆出于《世本》”⑨，应是合理的推

测。战国时期成书的《世本》，虽与《史记》一样

也是传说性质的晚出文献资料，却能与不同文

献系统的甲骨文相契合，反映了传说资料也有

得自历史现实的要素。尽管甲骨文关于“三报

二示”的夏代资料也是晚出的，但殷人对历世先

公先王的祭祀制度保障了资料的真实性。中国

历代的史官制度，实际具有同样的作用。最初

是瞽史对过往传说口耳相传，文字发明后便有

了作册一类史官，把先前口耳相传的内容整理

出来，从而使之成为流传后世的文献记录。这

与《荷马史诗》先由希腊盲诗人搜集传颂，后来

变成诗歌文献，并无二致。可见《世本》《史记》

有关夏史的记载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向壁虚

构。这个事例说明，传说性质的晚出文献固然

存在诸多缺憾，却有不可轻忽的史料价值。只

要精心研析，科学运用，它们完全可以成为重建

夏史的珍贵史料。

当然，传说时代的有关史料，不管是地上

的，还是地下的，其真实程度和史料价值都需要

认真加以鉴别和评估。文字的错讹自不必说，

而史事的可靠与否尤须分辨。不能认为凡是出

土文献所记录的一切都可信以为真，其史料价

值就一定高于传世文献。从史料的系统性看，

传世文献当是我们认知上古史的基本史料，出

土文献或考古资料主要起辅助作用。出土文献

也不是只有清华简一种，他如上博简、郭店简等

清华简与夏史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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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豳公 、秦公簋等金文资料，也都是重建

夏史可资利用的古史资料。从最初的来源上

说，它们与传世文献一样，也是通过口头传说转

为记载的间接史料，晚于历史事件少则几百年，

多则上千年，其中史事与神话交织，真知与伪妄

并见，不经过一番精心的考证，过滤出真实可信

的信息，同样无法用于夏史的重建。这里不妨

以清华简为例，分析其中有关夏史资料的可靠

程度，以说明重建夏史的可行性路径。从史料

的可靠程度看，清华简中的夏史资料大体可分

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相对近实的材料。如清华简《虞夏

商周之治》说：“曰昔有虞氏用索（素）。夏后受

之，作政用俉（御），首收……殷人代之以晶，教

民以有威威之，首服作冔……周人代之用两，教

民以仪，首服作冕。”［22］162本篇简文涉及夏、商、

周三代的礼乐制度，主要阐发崇俭戒奢的治国

思想。文中“首服”指古人冠戴。此称三代冠名

各有不同，夏曰收，商曰冔，周曰冕，与传世文献

相合。《仪礼·士冠礼》云：“周弁，殷冔，夏收。”郑

注：“收，言所以收敛发也。”［23］即使三代冠名没

有这样严格的区分，但简文所说夏商周是三个

前后相承的历史朝代也决无可疑。清华简《天

下之道》称“昔三王者之所以取之之器”［22］154，所

言“三王”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各种传注

均以夏禹为三王之一，也是三代相续的证明。

特别是清华简《厚父》历数夏代哲王，言及“（禹）

建夏邦”，“启之经德”，说明周人对夏代开国之

君不是一无所知。上博简《容成氏》记载：“禹

于是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24］276郭店简

《尊德义》说：“禹以人道治其民，桀以人道乱其

民。”［25］说明并非像疑古派说的那样：“桀是在古

书中最早出现的夏代之王。”［17］199

关于夏商之际的史事，清华简《尹至》《尹

诰》也有反映。《尹至》记伊尹“自夏徂亳，逯至在

汤”，向商汤报告有关夏邦的政治情况。他说：

“余闵其有夏众吉好，其有后厥志其爽，宠二玉，

弗虞其有众。民噂曰：‘余及汝皆亡。’惟灾虐极

暴 ，亡典。夏有祥，在西在东……汤往征不服，

挚度，挚德不僭。自西捷西邑，戡其有夏。”［26］128

这是说在夏桀统治下，政治腐败，疫病流行，民

不聊生，百姓的怨恨达到极点。此与《尚书·汤

誓》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8］338，如出一

辙。商汤正是利用桀失民心的有利形势，在伊

尹的谋划和支持下，发起灭夏之战，“自西捷西

邑，戡其有夏”。清华简《尹诰》亦云：“惟尹既及

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

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

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26］133《尹诰》又称

《咸有一德》，是失而复出的真古文《尚书》。该

篇记录了伊尹与汤的对话，伊尹明确指出，夏朝

的灭亡是因为桀自绝于民众，民众与他离心离

德，结果西邑不守，夏朝灭亡。

第二类，带有神话色彩的材料。如清华简

《厚父》称，禹、启成为夏邦国君都是上帝或天神

安排的。说他们接受上帝的命令，治理下民，是

时人宗教思维的反映，也是统治者立国合法性

的政治宣传。与殷人信奉上帝，周人信奉天神一

样，其中都有史实的颗粒。人类的历史总是从

神话王国中走来，神话就是从历史的土壤中产

生的。远古那些政治领袖或文化英雄，大都经

历了一个历史的神话化过程，由人变成了神。

神话不过是历史的曲折表述，历史才是神话的

来源和母体。古史人物常被附加各种神话色

彩，中国如此，西方亦然。禹、启的传说与神话

相伴，具有人性与神性的双重特点，自不足为

异。当然，像鲧腹生禹、启破石而生之类的神

话，根本违背人类生理现象，自是妄言。又如清

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说，天帝命“二黄蛇与二

白兔居后（桀）之寝室之栋”［27］167，致使夏桀身患

重病，伊尹得知此事后设法解救了他的危难。

这也只能作小说看，不可归为史实。

第三类，可能偏离史实的材料。如清华简

《厚父》提到上帝命皋陶担任夏启的卿士，就未

必符合历史实际。据《尚书·皋陶谟》记载，皋陶

主要活动在舜、禹时期。清华简《良臣》也说：“禹

有伯夷，又有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27］157

简文中的“咎囚”即皋陶，即与禹处于同一时

代。而上博简《容成氏》说：“禹有子五人，不以

其子为后，见皋陶之贤也，而欲以为后。皋陶乃

五让以天下之贤者，遂称疾不出而死。禹于是

乎让益，启于是乎攻益自取。”［24］276《史记·夏本

纪》说：“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

陶卒。封皋陶之后于英、六，或在许。而后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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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任之政。”［6］83这些都说明《厚父》称上帝“命

皋繇下为之（启）卿事”，未必符合事实。又如

《厚父》说，孔甲以后“慝王乃渴（竭）失其命，不

用先哲王孔甲之典刑，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

天乃弗若（赦），乃坠厥命，亡厥邦”［10］110。所谓

“慝王”指邪恶之王。孔甲既称“先哲王”，则不

应在“慝王”之列。然《史记·夏本纪》记载：“帝

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

畔之。天降龙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

龙氏。陶唐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

氏，以事孔甲。”［6］86《国语·周语下》说：“昔孔甲

乱夏，四世而陨。”［28］可见孔甲是夏末昏乱之主，

《厚父》谓之“先哲王”，并不恰当。

由此可见，清华简中有关夏史资料的可信

度是有差异的。有的可能接近事实，有的不免

偏离事实，有的则全然不符合事实，其史料价值

不可等量齐观。如今我们重构夏史，对这些晚

出的传说资料既不能照单全收，也不能弃琼拾

砾。必须对各种文献资料精心鉴别，综合运用，

才能逐渐逼近历史真相。

结 语

清华简中发现丰富的夏史资料，开启了重

构夏代文明的新境界。但是，从文献来源上讲，

它与传世文献一样，都是由口头传说生成的晚

出文献史料。依照兰克史学的治史规则，这种

非原始史料的可靠性似乎大成问题。20世纪二

三十年代，疑古派正是利用这种资料的局限性，

提出了风靡一时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把

夏代历史说成是传说的堆积，虚妄的伪造。然

其论说证据不密，逻辑不畅，经不起新旧文献尤

其是清华简中夏史材料的验证，无法支撑疑古

派建立的学术大厦。上古史研究是一个非常特

殊的领域，兰克史学那套摒弃传说资料的研究

方法未必适用。不管传说性文献史料形成的时

间早晚如何，也不管这些资料存在多少问题，其

中具有客观历史的质素，事实真相的颗粒，不是

仅凭史料形成的早晚就可以彻底否定的。事实

上，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也都是利用这种资料

来建构上古文明史的，并取得了积极而有价值的

成果。

过去人们过于强调传说性史料的局限性，

把重建夏史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考古学的发展

与进步上。当年顾颉刚曾以略带揶揄的口吻

说：“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

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

的证据给我们瞧罢！”［17］196一个世纪过去了，考

古学一路辛苦走来，却未找到自证夏朝存在的

材料，也不能展示丰富多彩的夏代历史画面。

所以至今仍有不少东西方学者，一直怀疑夏朝

的存在。显而易见，单凭考古工作的推进，即使

获得更丰富更有价值的资料，也不能很好地完

成夏史的重建工作。考古遗物遗迹若无文字材

料的伴出，它通常是沉默无语的，所反映的历史

内容也是很有限的。比如，我们挖出一个带有

宫殿的都邑遗址，可以推断那里是国家政权的

所在地，存在人类文明体的政治活动。但是，欲

知其政权是如何组织和运行的，是些什么人在

掌握国家政权，有什么样的政制和政策来推动

社会的发展，诸如此类关系国家社会和文明程

度的关键问题，考古材料实际上难以给出真确

的答案。因此，必须是文献与考古资料相须为

用，其归一揆，才能真正重构出“充实而有光辉”

的夏代文明史。

注释

①⑥顾颉刚：《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第 60页，第 202页。②顾颉刚、童书业：《夏史三论》，载

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七（下），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82 年版，第 198、210 页。③杨宽：《中国上古史导

论》，载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七（上），上海古

籍出版社 1982年版，第 281页。④杜勇：《大禹真实性问

题再认识》，《中华文化论坛》2023 年第 4 期。⑤马骕：

《绎史》卷十二《夏禹受禅》引，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58页。此外，《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亦曾引及，谓其

“事见《淮南子》”。⑦杜维运：《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

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第 201—202页。⑧郭沫若主编：

《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 1978—1982年版。⑨王国维：

《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9—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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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nghua Bamboo Slip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Xia History

Du Yong

Abstract: The discovery of rich materials on Xia history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has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reconstructing Xia civilization. Like the passed down literature， it is a late emerged historical material generated from
oral legend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ules of Ranke’s historiography， the reliability of such non original materials
is greatly questionable. In the 1920s and 1930s，Doubting Antiquity School used the limitations of legendary materials
to propose the popular theory of layer by layer causing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ortraying Xia dynasty history as a
pile of legends and false forgery. However， their evidence is not dense， logic is not smooth. It cannot withstand the
verification of the newly released Xia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singhua bamboo slips， and cannot support the academic
building established by the Doubting Antiquity School. The study of ancient history is a very special field， and the
research method of abandoning legendary materials in Ranke’s historiography may not be applicable. No matter how
early or late legendary literature is formed， or how many problems it has， the quality of objective history and the
particles of factual truth in it cannot be completely denied solely by subjective doubt. Only b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literature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categorizing them as one can we truly reconstruct the“rich
and glorious”history of Xia dynasty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singhua bamboo slip；reconstruction of Xia history；Doubting Antiquity School；legend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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